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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龙湿地芦苇分株生态可塑性及其对土壤因子响应

焦德志１，∗，于欣宇１，王昱深１，潘　 林１，杨允菲２

１ 齐齐哈尔大学 生命科学与农林学院，抗性基因工程与寒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黑龙江省重点实验室，黑龙江齐齐哈尔　 １６１００６

２ 东北师范大学 草地科学研究所，植被生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摘要：扎龙湿地的芦苇既可形成大面积的单优群落，也可形成不同群落斑块。 采用大样本抽样调查与统计分析方法，对湿地内

水生生境、湿生生境、旱生生境和盐碱生境芦苇种群分株高度和生物量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６—１０ 月份，４ 个生境芦苇种群分

株高度及生物量均以水生生境最高，盐碱生境最低，水生生境株高为盐碱生境的 １．５—２．３ 倍，分株生物量为 ２．０—５．１ 倍，生境间

的差异性以及差异序位均相对稳定。 ４ 个生境株高生境间变异系数（１９．４５％—３１．５６％）均高于生境内变异系数（８．０７％—１７．
６１％），分株高度在生境间的可塑性更大；分株生物量中水生生境、湿生生境和盐碱生境 ３ 个生境间的变异系数（３３．４３％—５５．
６１％）均低于生境内变异系数（４４．８５％—７９．８２％），分株生物量在生境内的可塑性更大。 不同生境条件下芦苇种群分株，在生长

和生产上均存在较大的生态可塑性，表现出明显的环境效应，其中土壤含水量是该地区芦苇分株生态可塑性变异的主要驱动因

子（Ｒ＞０．８０），为正向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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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状是物种长期进化过程中适应不同环境的结果，能够客观表达植物对环境的响应和适应［１］。 植

物性状可分为遗传型和表现型。 遗传型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内在特性，表现型是遗传因素在特定环境条件下

的可见性状，即生态可塑性。 植物个体生长发育的气候条件，还是群落条件，总是要产生或大或小的差异，这
些差异不仅影响到各自在整个生育期的生长发育过程，而且最终都要表现在大小、多少等数量性状上［２］。

对生态可塑性的认识，更多来自于植物响应变化的环境条件个体基因型所产生的表型的范围［３］。 在异

质生境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和利用生长与繁殖的资源，植物会表现出丰富的可塑性调节［４］。 长叶碱毛茛

（Ｈａｌｅｒｐｅｓｔｅｓ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ａ）在低养分情况下，分株总数及生物量均显著减小，而节间长、匍匐茎平均节间长均显著

增加［５］。 随着养分的增加，１ 年生分蘖草本黍（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的基株水平、生物量、分蘖数和种子数均增

大［６］；匍匐茎草本蛇莓（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间隔子长度、分枝角度下降，分枝强度则增加［７］。 湿地植物往往具

有更加广阔的地理分布范围，也占据了多样的生境［８］，喜旱莲子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在不同水分条

件的异质生境中，均可形成密集的单优群落［９］。
周期性水位变化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最基本特征［１０］，不仅直接影响湿地植物的生长、繁殖、时空分布、多样

性等个体和群落特征，而且间接改变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１１］。 湿地植物因其独特的进化过程、生活史特

征和生理适应、多样化的繁殖模式以及在浅水湖泊中的关键建构功能而引起越来越多国际学者的关注［１２］，湿
地植物的株高和株重对不同水分梯度的响应，可以明确不同的湿地水文条件下植物的响应及分布规律［１３］，可
以为研究当前环境条件下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奠定基础，为预测未来全球变化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方法

和依据。
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是湿地植物中全球性广布物种，在资源分布、生态型、生理生态、种群遗传结

构、生态系统功能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１４⁃１９］。 在扎龙湿地，芦苇既可在常年积水和季节性积水的区域形成大

面积单优势种群落，也可在短时积水和无积水的区域形成单优势种群落斑块或居群，对于维持湿地生态系统

的稳定和功能具有重要作用，也是珍稀濒危物种丹顶鹤的重要繁殖场所。 近年来，扎龙湿地出现严重的生境

破碎化现象，芦苇群落由原来的集中分布退化为被更多的旱地所分割，湿地内形成了不同植物组成比例，以及

土壤条件异质的芦苇群落斑块［２０⁃２１］。 以扎龙湿地芦苇为研究对象，开展水分异质生境系列分株高度和生物

量的比较分析，揭示芦苇分株生长和物质生产等可塑性变异及其主要驱动因子，对于预测湿地水文条件的改

变对植物的生长、繁殖以及分布等的影响至关重要，更好地解释湿地植物在水文变化过程中的适应机制，对进

一步阐释广布种植物的趋异适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扎龙湿地实施长效补水机制的实施和湿地健康可持

续发展管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１　 研究地区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本项研究是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齐齐哈尔东南 ２３ ｋｍ）核心区进行（图 １）。 地理坐标 ４６°５２′—
４７°３２′Ｎ，１２３°４７′—１２４°３７′Ｅ，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为 ３．２℃，最冷月平均气温－１９．４℃，最热

月平均气温 ２２．９℃，年日照时数 ２７００—３０００ ｈ，年辐射总量是 ２０５２—２１４０ Ｊ ／ ｃｍ２，积温 ２６００—３０００℃，平均地

温 ４．９℃，无霜期 １２８ ｄ［２２］。
１．２　 样地设置

根据科学问题阐述和说明的需要，以土壤水分条件，从水生、湿生、旱生及盐碱化土壤，共设置 ４ 个生境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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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扎龙湿地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ａｌｏ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地（图 ２）：
１）水生生境（Ｈ１）：土壤为腐殖沼泽土，形成湿地内面积最大的芦苇群落，常年积水，水深变化为 １０—１００

ｃｍ，生长旺盛期群落盖度 ９５％以上，群落下层伴生狸藻（Ｕ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眼子菜（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ｏｃｔａｎｄｒｕｓ）、
甜茅（Ｇｌｙｃｅｒｉａ ａｃｕｔｉｆｌｏｒａ）、小叶樟（Ｃａｌａｍ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等［２３，２４］。

２）湿生生境（Ｈ２）：土壤为沼泽土，平时无积水或少量积水，７—８ 月雨季来临以后逐渐积水，积水深度一

般情况低于 ３０ ｃｍ，生长旺盛期群落盖度 ９５％以上，群落下层伴生西伯利亚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针蔺、委
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ｉｓｃｏｌｏｒ）、海乳草（Ｇｌａｕｘ ｍａｒｉｔｉｍａ）等［２３，２４］。

３）旱生生境（Ｈ３）：土壤为草甸土，全年无积水或 ７—８ 月份雨季短时积水，经常形成羊草＋芦苇群落，微地

形中心也可形成面积不等的单优种芦苇群落斑块，生长旺盛期群落盖度 ９０％以上，群落下层伴生西伯利亚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针蔺 （Ｅｌ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ｃｏｎｇｅｓｔａ）、朝鲜碱茅 （Ｐｕ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ａ ｃｈｉｎａｍｐｏｅｎｓｉｓ）、扁秆藨草 （ Ｓｃｉｒｐｕｓ
ｐｌａｎｉｃｕｌｍｉｓ），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ｉｓｃｏｌｏｒ）等［２３，２４］。

４）盐碱生境（Ｈ４）：土壤为盐碱土，全年无积水，土壤表层已完全丧失，具有明显盐碱斑，有的碱斑可形成

单优势种芦苇居群，生长旺盛期群落盖度 ５０％以下，群落下层伴角碱蓬（Ｓｕａｅｄａ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碱地肤（Ｋｏｃｈｉａ
ｓｉｅｖｅｒｉａｎａ）、野大麦（Ｈｏｒｄｅｕｍ ｂｒｅｖｉ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朝鲜碱茅等［２３，２４］。
１．３　 研究方法

扎龙湿地的芦苇一般 ５ 月初返青，于 ６ 月 ８ 日，７ 月 ８ 日，８ 月 １０ 日，９ 月 １１ 日，１０ 月 １２ 日在上述 ４ 个样

地 ３ 次重复取样［２２⁃２４］。 每个样方随机测量高矮不等的 ３０ 株分株高度后齐地面剪下，从记录高度的 ９０ 株分株

中随机抽取 ３０ 株置通风处风干，分别称重。 芦苇根茎集中分布在 １００ ｃｍ 以内土层，用土钻对每一生境样点

土壤做 ３ 次重复取样，深度为 １００ ｃｍ，每次重复取样土壤混匀后分别装袋带回实验室。 采用烘干称重法测定

土壤含水量，采用电位法测定 ｐＨ 值，采用重铬酸钾加热法测定有机质含量，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速效氮含

量，采用钼锑抗比色法测定速效磷含量［２３，２４］。
４ 个生境间距离均在 ５ ｋｍ 内，其中 Ｈ１ 和 Ｈ２ 样地与 Ｈ３ 和 Ｈ４ 样地相距 ２ ｋｍ，Ｈ１ 和 Ｈ２ 相距 ５００ ｍ，Ｈ３

和 Ｈ４ 相距 ２００ ｍ，光照和温度等环境条件可视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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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扎龙湿地 ４ 个芦苇生境的样地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ｉｎ Ｚｈａｌｏ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４　 数据处理

对各样地所测定的分株高度和分株生物量作统计分析，最大值（Ｍａｘ）和最小值（Ｍｉｎ）反映观测样本的实

际大小范围，平均值（Ｍ）反映样本的平均数量，标准差（ＳＤ）反映样本的绝对变异，变异系数（ＣＶ）反映样本的

相对变异。 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对分株高度和生物量数据（ｎ＝ ３０）进行 Ｋ－Ｓ 检验，Ｐ 值均大于 ０．０５，样本均呈正态

分布，不同生境间差异采用方差分析检验（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ɑ＝ ０．０５）。 对取样获得的 ４ 个生境 ５ 个月份分株

高度和生物量数据及同步取样的土壤因子数据间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ｎ＝ ２０）。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异质生境芦苇分株高度的生态可塑性

分株高度是分株生长的重要量度之一［１３］。 ４ 个生境芦苇种群分株高度的观测值统计如图 ３ 所示，６—１０
月份，株高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均以水生生境（Ｈ１）最大，依次为湿生生境（Ｈ２）、旱生生境（Ｈ３），均以盐

碱生境（Ｈ４）最小。 其中，４ 个生境株高平均值 Ｈ１ 为 ８８．５，１７４．１，２３３．７，２４２．４，２４０．２ ｃｍ；Ｈ２ 为 ８４．９，１５９．９，
１８６．１，２０３．９，２０１．１ ｃｍ；Ｈ３ 为 ６５．８，１２３．５，１８９．６，２０２．８，１９９．３ ｃｍ；Ｈ４ 为 ５８．７，８３．０，９９．９，１０９．７，１０７．６ ｃｍ。 Ｈ１
（最大值）是 Ｈ４（最小值）的 １．５—２．３ 倍，６ 月份的 Ｈ１ 和 Ｈ２ 间、Ｈ３ 和 Ｈ４ 间，８—１０ 月份的 Ｈ２ 和 Ｈ３ 间分株

高度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因此，芦苇种群分株高度在生境间表现出较大的可塑性变异，生境间

的差异序位又基本稳定。
６—１０ 月份，芦苇株高在 ４ 个生境内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９．３２％—１５．０３％之间，１０．５９％—１５．８７％之间，

８．０７％—１７．６１％之间，８．５１％—１５．８７％之间，１０．１３％—１４．７４％之间（图 ４），４ 个生境间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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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３０．１６％，３１．５６％，２９．７４％，３０．１１％，分株高在生境间的变异系数均高于生境内。 表明芦苇株高在生境

内的可塑性普遍较大，但生境间的可塑性更大。

图 ３　 不同生境芦苇种群分株高度（ｃｍ）观测值统计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ｒａｍｅ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Ｈ１： 水生生境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Ｈ２：湿生生境 Ｗｅ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Ｈ３： 旱生生境 Ｘｅｒｉｃ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Ｈ４：盐碱生境 Ｓａｌｉｎｅ⁃ａｌｋａｌｉ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不同小写字母表

示相同月份不同生境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图 ４　 不同生境芦苇种群分株高度变异系数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ｍｅ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２．２　 异质生境芦苇分株生物量的生态可塑性

分株生物量是分株生产的重要量度之一［１３］。 ４ 个生境芦苇种群分株生物量的观测值统计如图 ５ 所示，
６—１０ 月份，分株生物量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也均以水生生境（Ｈ１）最大，依次为是湿生生境（Ｈ２）、旱生

生境（Ｈ３），均以盐碱生境（Ｈ４）最小。 其中 ４ 个生境分株生物量平均值 Ｈ１ 为 ３．０１，９．３２，１１．５５，１６．３３，１４．５１
ｇ；Ｈ２ 为 １．７９，６．６０，８．５５，１４．４５，１２．２１ ｇ；Ｈ３ 为 １．７４，３．９７，６．０８，９．２４，７．８４ ｇ；Ｈ４ 为 １．５２，２．２８，３．７２，４．４２，２．８６ ｇ。
Ｈ１（最大值）是 Ｈ４（最小值）的 ２．０—５．１ 倍，６ 月份的 Ｈ２、Ｈ３ 和 Ｈ４ 间分株生物量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Ｐ＞
０．０５），由此反映了芦苇种群分株生物量在生境间的差异性及其差异序位均稳定，生境间分株生物量的差异均

大于分株高度差异。
６—１０ 月份，芦苇分株生物量在生境内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２８．１６％—５８．６３％之间，４９．３７％—７９．８２％之间，

４０．９５％—５８．０６％之间，２４．９２％—６０．８６％之间，２９．０８％—６７．１３％之间（图 ６），４ 个生境间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３３．４３％，５５．６１％，４６．９２％，４８．３１％，５４．９３％，其中，Ｈ１，Ｈ２ 和 Ｈ４ 生境内的变异系数均高于生境间。 由此表明，
分株生物量在生境间的可塑性变异普遍较大，但生境内的可塑性变异更大。 分株在高度和生物量数量性状上

表现出不同的可塑性变异，分株生物量的可塑性普遍高于分株高度的可塑性（图 ４、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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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生境芦苇种群分株生物量（ｇ）观测值统计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ｒａｍｅ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图 ６　 不同生境芦苇种群分株生物量变异系数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ｍｅ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２．３　 异质生境芦苇分株生态可塑性的潜在机制

６—１０ 月份，４ 个生境土壤理化特性如表 １ 所示，水生生境（Ｈ１）土壤含水量为饱和状态，其他 ３ 个生境以

湿生生境（Ｈ２），其次是旱生生境（Ｈ３），均以盐碱生境（Ｈ４）最低；ｐＨ 均以 Ｈ１ 最低，Ｈ４ 最高；有机质和速效氮

含量均以 Ｈ１ 最高，Ｈ４ 最低；速效磷含量均以 Ｈ４ 最高，Ｈ３ 最低，ｐＨ 在 ７ 月份 Ｈ２ 和 Ｈ３ 间，８、９ 月份 Ｈ１ 和 Ｈ２
间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不同生境各土壤因子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 土壤的含水量、ｐＨ、有机质、
速效氮和速效磷含量既表现出一定的季节波动性，同时，在生境间又存在比较稳定的空间差异。

对 ４ 个生境芦苇分株高度和生物量与土壤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表 ２ 所示，土壤含水量与分株高

度和生物量呈极显著（Ｐ＜０．０１）的正相关，土壤 ｐＨ 与分株高度和生物量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土壤有机质和速

效氮含量与分株高度和生物量呈正相关，但均未达到显著水平（Ｐ ＞０．０５），土壤速效磷含量与分株高度和生物

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由此表明土壤含水量是扎龙湿地芦苇分株高度和生物量产生可塑性变异的主要驱动因

子（Ｒ ＞０．８０）。

３　 讨论

３．１　 植物的生态可塑性

植物的生态可塑性不仅能够体现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情况，也能够体现植物生长和物质分配等调节的功能

和意义［２５］。 在资源和空间相对充足的理想化状态下，植物对环境因子的响应应该符合高斯分布［２６］，但真实

的自然环境中，植物的生长发育很难处于最适的环境条件。 植物通过生态可塑性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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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植物的生态可塑性主要表现为分株构型、资源吸收器官形态特征和生物量分配等方面的变化，是植

物适应异质生境的重要策略［１２］。 植物高度的生态可塑性变化，可以大大增加对环境的综合适应能力［２］。

表 １　 ４ 个生境土壤理化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月份
Ｍｏｎｔｈ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含水量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 ％ ｐＨ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
（ｇ ／ ｋｇ）

速效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ｍｇ ／ ｋｇ）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ｍｇ ／ ｋｇ）

６ 月 Ｊｕｎｅ Ｈ１ — ７．４６±０．２４ｄ ９２．４７±７．１７ａ ３４４．６５±１９．２８ａ ６．３６±０．５８ｂ

Ｈ２ １９．７±２．１ａ ７．８６±０．２９ｃ ８１．５６±６．２２ｂ ２５３．７４±１２．８１ｂ ５．１９±０．４７ｃ

Ｈ３ １０．６±１．０ｂ ８．１２±０．３１ｂ ７２．４３±５．１９ｃ １８１．５６±９．６９ｃ ３．２４±０．２８ｄ

Ｈ４ ８．５±０．９ｃ ９．９１±０．３６ａ ３３．２５±３．８１ｄ １０１．６３±８．７５ｄ ８．９６±０．９２ａ

７ 月 Ｊｕｌｙ Ｈ１ — ７．４３±０．２４ｃ ８１．１２±６．４７ａ ２８６．４３±１５．６６ａ ６．２１±０．６７ｂ

Ｈ２ ３０．１±３．３ａ ７．７６±０．２８ｂ ７０．２３±５．１２ｂ ２０５．６７±１４．２１ｂ ４．９６±０．４３ｃ

Ｈ３ １６．８±１．５ｂ ７．８７±０．２６ｂ ６２．４７±４．５６ｃ １３６．４２±８．４５ｃ ２．９７±０．２８ｄ

Ｈ４ １２．２±１．１ｃ ９．６５±０．２９ａ ２７．５９±３．１７ｄ ８１．４８±６．１３ｄ ７．１２±０．５８ａ

８ 月 Ａｕｇｕｓｔ Ｈ１ — ７．４３±０．２７ｃ ６９．３４±５．０５ａ ２２２．１７±１９．５４ａ ５．０１±０．５７ｂ

Ｈ２ ４４．９±４． ２ａ ７．４８±０．２５ｃ ６２．９８±５．６６ｂ １６５．８７±１５．５７ｂ ４．０２±０．３７ｃ

Ｈ３ ２６．２±１．６ｂ ７．７２±０．２１ｂ ５０．３３±４．２４ｃ １０４．６２±７．３９ｃ ２．２４±０．２６ｄ

Ｈ４ １８．９±１．８ｃ ９．２４±０．２４ａ ２０．５６±３．０６ｄ ６４．５７±５．６２ｄ ６．１３±０．４９ａ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Ｈ１ — ７．４１±０．２３ｃ ６６．３７±７．０２ａ １７５．８６±１６．２１ａ ４．１１±０．３９ｂ

Ｈ２ ４８．３±５．１ａ ７．５７±０．２４ｃ ５７．６５±６．０９ｂ １１６．３８±１３．２５ｂ ３．０１±０．２８ｃ

Ｈ３ ２９．６±２．５ｂ ８．０６±０．１３ｂ ４０．１１±４．１０ｃ ８７．４７±６．７６ｃ １．７８±０．１６ｄ

Ｈ４ １９．６±２． ９ｃ ９．１３±０．４２ａ １６．１４±１．２８ｄ ５９．８９±４．３４ｄ ５．０７±０．４７ａ

１０ 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Ｈ１ — ７．４４±０．１８ｄ ５８．６７±５．９７ａ １５３．３７±１２．６２ａ ３．５６±０．２８ｂ

Ｈ２ ３６．８±３．３ａ ７．８６±０．２３ｃ ４３．３８±４．２５ｂ １０６．２５±１０．４１ｂ ２．２１±０．１９ｃ

Ｈ３ １９．７±２．２ｂ ８．４７±０．２４ｂ ３６．７３±５．６１ｃ ６７．２６±４．９８ｃ １．４２±０．１４ｄ

Ｈ４ １４．６±１．４ｃ １０．０６±０．５６ａ １５． ５１±１．２６ｄ ５５．６６±５．１３ｄ ４．６３±０．５２ａ

　 　 Ｈ１： 水生生境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Ｈ２：湿生生境 Ｗｅ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Ｈ３： 旱生生境 Ｘｅｒｉｃ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Ｈ４：盐碱生境 Ｓａｌｉｎｅ⁃ａｌｋａｌｉ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不同小写字母表

示相同月份不同生境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表 ２　 芦苇种群分株高度和生物量与土壤因子间的相关系数（ｎ＝ ２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ｒａｍｅｔｓ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ｎ＝ ２０）

类别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含水量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 ％ ｐＨ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

（ｇ ／ ｋｇ）

速效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ｍｇ ／ ｋｇ）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ｍｇ ／ ｋｇ）

分株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ａｍｅｔ ／ ｃｍ ０．８１０∗∗ －０．６２８∗∗ ０．１８３ ０．００１ －０．５８５∗∗

Ｓｉ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４４０ ０．９９６ ０．００７

分株生物量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ｒａｍｅｔ ／ （ｇ ／ 株） ０．８９５∗∗ －０．６０９∗∗ ０．２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４５０∗∗

Ｓｉ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３６２ ０．８５５ ０．００８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研究表明，芦苇分株高度生境间的变异系数均高于生境内，不同生境间的土壤理化特性对分株高度影响

更大，而生境内的生长条件则影响相对较小。 芦苇分株为了获取更多的 Ｏ２、ＣＯ２及光资源，均将较多的物质分

配给茎的伸长生长，以提高个体对空间和资源的利用。 调查样地中，水生、湿生和盐碱生境分株生物量生境内

的变异系数均高于生境间，不同生境内的生长条件对分株生物量的影响更大。 分株生物量的可塑性普遍高于

株高的可塑性，土壤理化特性对分株物质生产的饰变更大，分株生物量不仅与株高有关，而且还与茎杆粗细、
叶片大小等因素有关，引起物质生产发生变异的因素更多、更复杂。

７　 １１ 期 　 　 　 作者　 等：扎龙湿地芦苇分株生态可塑性及其对土壤因子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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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植物的生态可塑性与适应

植物的生态可塑性使其具有更宽的生态幅和更高的耐受能力，能够占据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和更加多变化

的环境，成为生态位理论中的广幅种［２７］。 可塑性赋予植物适应上的更大灵活性，资源充足的情况下通过“表
现最大化”来增加总体适合度；资源受限、存在胁迫的条件下通过“表现维持”确保一定的适合度［２８］。 华荠芋

（Ｍｏｓｌ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通过不同器官生物量的分配和形态结构调整对不同土壤水分产生可塑性响应，并通过提高

生殖比率的策略来适应干旱胁迫［２８］。 苦瓜（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ｃｈａｒａｎｔｉａ）在异质生境中可以通过生长和物质生产可

塑性的改变而将分株置放在资源优越的生境中［２９］，草本蛇莓无性系分株间能够互相传输物质和信息，斑块中

的资源状况和生态条件不仅可能对该斑块的分株，也可能对不同斑块分株产生重要的影响［３０］。
在扎龙湿地，芦苇既能在常年积水和季节性积水的生境形成大面积单优势种群落，也能在临时积水或不

积水生境呈斑块集群分布。 整个生育期，水生生境分株高度是盐碱生境的 １．５—２．３ 倍，分株生物量是盐碱生

境的 ２．０—５．１ 倍，生境间的差异性以及差异序位基本稳定，这种稳定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芦苇分株生长和

生产力及环境条件的优劣，同时也蕴涵了芦苇对生存环境的广泛适应。 随着水位的上升，湿生植物会将更多

的光合作用产物向地上器官分配， 使茎干伸长， 利于增强对 Ｏ２、ＣＯ２及光资源的利用， 同时减小根部生物量

而减少呼吸消耗［３１］。 同样，随着水位的增加，眼子菜（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ｕｓ）地下生物量分配比例减少，使得

茎的生物量分配比例、株高均增加［３２］。 土壤含水量降低的环境压力下，短尖苔草（Ｃａｒｅｘ ｂｒｅｖｉｃｕｓｐｉｓ）分株密度

和生物量会降低，较高的可塑性可以使物种占据更多样的生境，使其分布更加广泛［３３］。 另外，短尖苔草克隆

繁殖和有性繁殖在环境因子作用下的权衡，改变了资源分配模式，繁殖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３４］。
３．３　 植物生态可塑性对土壤因子的响应

在较小尺度上，影响植物生长的主要因素为土壤因子。 天然群落即使在极小范围的样地中，表观植被组

成与分布虽大体一致，但土壤质地的均匀性、不同植株返青的时间等也都存在差异。 植物在异质环境内存在

生态可塑性，在相对同质的环境内也存在可塑性［３５］。 在不同生境中，植物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并在种群和分

株等水平上进行检测［３６］。 不同环境因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分析植物对不同土壤因子的适应变化，
不仅能够反映植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能够反映环境条件对植物的影响和饰变程度［３７］。

研究发现，土壤含水量是该地区芦苇分株生态可塑性的主要驱动因子。 近年来，扎龙湿地严重缺水，湿地

面积萎缩，湿地水位下降，大面积的芦苇群落被更多的旱地所分割，湿地盐碱化程度也逐渐加剧。 ２００９ 年以

来，黑龙江省政府建立“扎龙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目前为止，已对扎龙湿地累积补水 ３×１０９ ｍ３，有效缓解了湿

地的严重缺水现象，同时也降低湿地土壤的 ｐ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芦苇的生长和繁殖，加速了湿地的正向演

替进程，长效补水机制对退化湿地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研究结果为扎龙湿地的科学

管理提供重要理论支持。
以往的研究也表明土壤环境因子也会影响湿地植物的生长。 对三棱藨草（Ｓｃｉｒｐｕ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ｕｓ）的实验研究

也表明，湿地植物的株高等随着水深增加而升高［３８］；土壤含水量是影响银川平原芦苇生态特征的最关键因

子，其次是 ｐＨ 和全盐含量，而有机养分的影响较小［３９］；土壤水分、水解氮等与芦苇地上生物量有较大的关联

度，是吉林白城芦苇地上生物量的主要影响因子［４０］；莫莫格湿地浅水或干旱环境中芦苇株高明显低于深水（１
ｍ）或者湿润环境［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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